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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偶然性突破”到“应激性治理”：CRISPR/Cas9
技术发展路径的伦理审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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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CRISPR/Cas9 技术的崛起不仅带来了生命科学的范式革命，更以其尖锐的伦理挑战凸显了技术能力与伦

理规范之间的制度性脱节。本文旨在通过剖析 CRISPR/Cas9 从基础发现到工具化应用，乃至“贺建奎事件”引发

全球震荡的历程，论证其发展史是一部“偶然性技术突破”与“应激性全球治理”相互缠绕的历史。这一历史轨迹深

刻揭示了在“后常规科学”时代，传统治理模式在应对颠覆性技术时的局限性，并凸显了构建包容、前瞻且富有韧性

的伦理治理新范式的紧迫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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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m “contingent breakthroughs” to “reactive governance”： an ethical 
examination of the developmental path of CRISPR/Cas9 technology

FU Xingyuan*

School of Philosophy， Shanxi University， Taiyuan 030006， China

Abstract：The rise of CRISPR/Cas9 technology has not only triggered a paradigm shift in the life sciences， but 
also， through its acute ethical challenges， highlighted the institutional disconnect between technological capabili⁃
ties and ethical norms.  By analyzing the journey of CRISPR/Cas9 from its fundamental discovery to its instru⁃
mental application， including the global repercussions of the “HE Jiankui incident”， this paper argues that its 
history is intertwined with “contingent technological breakthroughs” and “reactive global governance”.  This tra⁃
jectory profoundly reveals in the era of “post-normal science” the limitations of traditional governance models in 
addressing disruptive technologies， and underscores the urgency of constructing a new ethical governance para⁃
digm that is inclusive， forward-looking and resili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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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21世纪以来，以 CRISPR/Cas9（成簇规律间隔

短回文重复序列及其相关蛋白 9）为代表的基因编辑

技术以其前所未有的精准性、便捷性与低成本，引发

了生命科学领域的范式革命，其影响已远超实验室范

畴，深度介入人类生殖、医疗、农业乃至生态改造，重

塑着我们对生命、自然乃至人类自身本质的理解。这

一技术浪潮不仅标志着生物技术能力的又一次跃迁，

更以其尖锐的伦理挑战和复杂的社会治理难题，成为

审视当代科技发展逻辑、科学共同体行为模式以及全

球科技治理体系有效性的一个极具代表性的“历史实

验室”。从科技史视角看，其发展轨迹并非线性规划

的结果，而是基础科学研究中偶然发现与应用导向的

工程思维碰撞、汇聚的产物，充满了未被预设的突破

与意想不到的转折，生动诠释了“巴斯德象限”中由好

奇心驱动的基础研究如何孕育出颠覆性应用。从科

技与社会（Science，Technology and Society，STS）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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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伦理视角看，CRISPR/Cas9的快速应用与全球性

伦理争议、监管博弈紧密交织，尤其以 2018年的“贺建

奎事件”①为标志性节点，暴露了前沿技术研发的激进

步伐与既有伦理规范、法律框架及国际治理机制之间

严重的“制度性脱节”。这种脱节并非简单的监管滞

后，更深刻地反映了在技术能力急剧扩张的“人类

世”②语境下，传统基于国家主权和事后反应的治理

模式在应对具有全球性、可遗传性且深度触及人类

本体论边界的技术时，所面临的系统性困境。因此，

对 CRISPR/Cas9技术发展史与全球治理实践史进行

系统性的整合研究，不仅能够丰富中国语境下的尖端

技术科技史叙事，更能为理解与构建适应新兴技术特

性的敏捷、协同、前瞻的治理范式提供关键的历史镜

鉴与理论资源，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与现实意义。

当前，围绕 CRISPR/Cas9 的科学外史研究已形

成庞大谱系，但学科间对话与整合仍有深化的空间。

在科学技术史与科学社会学领域，研究多聚焦于技术

发明的优先权争议、关键科学家的个人贡献与竞争叙

事，或是对其作为“工具”的进化生物学起源进行细致

梳理。这些工作夯实了技术发展的微观史基础，但往

往将技术视为一个相对封闭的科学系统内部的产物，

对于其如何被不同的社会行动者（如跨国药企、风险

投资、伦理审查机构、社会运动、国家政策制定者）所

塑造、争夺与规训，以及这一过程如何与更宏大的政

治经济结构和意识形态变迁相关联，则着墨相对有

限。在生命伦理学与科技政策领域，大量文献致力于

探讨该技术应用引发的具体伦理问题，如人类胚胎基

因编辑的“治疗”与“增强”界限、基因驱动技术的生态

风险、基因编辑产品的公平可及性，以及“基因编辑婴

儿”事件对生命伦理基本原则（如自主、不伤害、公正）

的冲击。相关研究也密切关注并评述了世界卫生组

织（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WHO）、国际干细胞研

究学会（International Society for Stem Cell Research，

ISSCR）、各国科学院及政府机构发布的一系列伦理

指南、专家共识与政策文件。然而，现有伦理与政策

分析多侧重于对既成规范文本的解读和原则性辩论，

对于这些规范是如何在特定的历史情境下、通过怎样

的跨国科学与政治的互动（如国际峰会、科学家联名

信、行业自律宣言）被艰难地生产出来，其效力与局限

性何在，以及不同国家（尤其是中美欧）在治理理念、

路径与监管实践上的差异及其地缘政治意涵，尚缺乏

从长时段和比较制度视角进行的系统性历史社会学

剖析。在哲学与人文社科领域，CRISPR/Cas9则被置

于“后人类”“超人类主义”与“人类世”等宏大理论框架

下进行思考。学者们以此为契机，重新拷问“何以为

人”“自然与人工的边界”“生命作为可编程信息”等根

本性问题。齐泽克（Slavoj Žižek）等思想家对当代资

本主义意识形态的批判，尤其是对技术解决方案主义

（techno-solutionism）和“幻象的瘟疫”的分析，为理解

基因编辑技术如何被嵌入新自由主义的叙事逻辑，即

将其呈现为个体健康优化、消除生物性“缺陷”乃至应

对未来风险的万能工具，同时遮蔽其可能加剧的社会

不平等与新型控制形式提供了锐利的理论工具。相

关研究揭示了技术如何与资本、权力共谋，生产出新

的主体性形式和生命政治管理策略。然而，这类哲

学批判虽极具启发性，但有时过于抽象，与具体的技

术发展史、治理实践史之间存在一定的“阐释距离”，

未能充分将技术物自身的偶然性发展轨迹、科学共

同体内部的分化与博弈，以及全球监管网络的动态

建构过程，纳入其批判性分析的实体性内容之中。

鉴于此，本文旨在超越单一学科视角的局限，尝

试进行一次科技史、STS 研究与科技伦理/治理研

究的整合性探索。本文的核心论点是：CRISPR/
Cas9 的历史是一部“偶然性的技术突破”与“应激性

的全球治理”相互缠绕、彼此塑造的历史，其发展轨

迹揭示了当代“技治主义”③愿景的局限，并凸显了

①　2018 年 11 月，原南方科技大学副教授贺建奎及其团队对外宣布，他们利用 CRISPR-Cas9 基因编辑技术，对一对双胞胎胚胎的 CCR5 基因

进行了人为编辑，并使其诞生。该实验旨在使婴儿获得对艾滋病的先天免疫能力。此事件因在科学必要性、安全性（存在潜在脱靶风险）、伦理

审查（知情同意过程、绕过监管）以及可遗传基因组编辑的长期社会影响等方面存在严重问题，引发了全球科学界的强烈谴责。该研究被普遍

认为是严重违反科学伦理与规范的案例，贺建奎本人后因非法行医等罪名被我国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②　“人类世”（the Anthropocene）是一个被广泛讨论但尚未被国际地层学委员会正式批准的地质年代单位，用以描述地球最近的历史。其核心

观点是，自 18 世纪末工业革命开始，人类活动（如化石燃料燃烧、大规模土地改造、塑料污染等）对地球的地质、生态系统和气候产生了全球性、

深远且持久的影响，其效应已在地层中留下了显著的、可辨识的印记。目前科学界讨论的“人类世”起点候选包括工业革命初期、原子时代开始

（放射性核素沉降）等。此概念不仅是一个地质学提案，更是一个强调人类对地球系统负有巨大责任的跨学科思想框架。

③　“技治主义”（Technocracy）是一种主张由科学技术专家（如科学家、工程师、经济学家等）基于专门知识和实证数据分析，而非政治考量或公

众意见，来主导社会管理与决策的治理理念。其思想源于 19 世纪的圣西门、20 世纪初的索尔斯坦·凡勃伦（Thorstein Veblen）及 20 世纪 30 年代

的“技术统治运动”（Technocracy movement）。其核心观点认为，复杂的社会、经济与工业系统应像工程问题一样，由掌握专业知识的精英进行

“科学管理”和理性规划，以实现最高效率和最优决策。该理念与 20 世纪的现代化工程思维、科学管理主义紧密相连，并在当代关于算法治理、

专家政治与民主关系的讨论中持续引发争议。中文亦常译为“技术统治”或“专家治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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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后常规科学”时代，构建一种能够容纳更多元声

音、更具前瞻性与韧性的“技术民主”治理模式的紧

迫性。本文将遵循以下思路展开：首先，将细致梳理

CRISPR/Cas9 从原核生物免疫机制的基础研究到

成为通用基因编辑工具的转化历程，重点分析其中

多个关键节点的偶然性与非预期性，以及不同科研

范式、学科背景的科学家在其中扮演的角色，揭示突

破性生物技术何以是“层累地造成”而非单纯“规划

出来”的。其次，本文将系统追溯自 2012 年技术突

破以来，国际科学共同体、伦理学界、各国政府及国

际组织对该技术的反应链条，从早期的学术伦理讨

论、行业自律倡议，到“贺建奎事件”引发的全球性伦

理震荡与紧急刹车，再到当前试图建立更具约束力

的全球治理框架的艰难努力。这一部分将着重分析

不同行动者的话语策略、利益诉求与权力互动，展现

“治理”如何作为一个动态的、充满争议的实践过程

而展开。最后，将简要探讨 CRISPR/Cas9 技术及其

引发的治理困境对传统人文社会科学概念的冲击，

特别是它如何迫使我们在“人类世”的危机感中，重

新思考“自然”“生命”“责任”（尤其是代际责任）与

“全球公共善”等范畴的哲学与伦理内涵。通过这三

部分的递进式论述，期望能贡献一个既扎根于具体

技术史实，又贯通科技社会分析与哲学反思的综合

性研究框架，为理解当代生物科技革命及其治理挑

战提供一个更立体、更动态的历史与理论图景。

1　CRISPR/Cas9 的发现与早期发展史

在 CRISPR/Cas9 以其革命性的便捷与精准重

塑整个生命科学领域之前，基因编辑的梦想早已在

科学家的实验室中酝酿。其前奏是两代更为复杂和

昂贵的基因编辑工具：锌指核酸酶（ZFN）与转录激

活因子样效应物核酸酶（TALEN）的探索与局限。

ZFN 技术诞生于 20 世纪 90 年代，其原理是基于锌

指蛋白模块对特定 DNA 三联体序列的识别能力，

将之与 DNA 切割结构域（如 FokI 核酸酶）融合，从

而实现对基因组特定位点的靶向切割。随后在

2009 年前后，基于植物病原菌黄单胞菌分泌的 TAL
效应蛋白的 DNA 识别模块发展而来的 TALEN 技

术，进一步提升了设计的可预测性和靶向范围。这

两种技术共同证明了“可编程核酸酶”概念的可行

性，即通过人工设计蛋白质来识别并切割特定的

DNA 序列，从而利用细胞自身的修复机制（主要是

易出错的非同源末端连接，NHEJ，或相对精确的同

源定向修复，HDR）实现基因的敲除、插入或修正。

然而，正如技术史中常见的“先驱困境”，ZFN 与

TALEN 虽具开创性，却因其固有的技术瓶颈而难

以普及。ZFN 的设计高度复杂，其模块化组装常受

上下文序列影响，导致成功率低且成本极其高昂；

TALEN 虽在识别特异性上有所改进，但其蛋白质

元件的克隆与验证过程依然繁琐耗时。更重要的

是，为每一个新的靶点从头设计和构建一套全新的、

有效的蛋白质工具，是一项专业门槛极高、周期漫长

的工作。这使得它们更像是少数顶尖实验室才能驾

驭的“定制化精密仪器”，而非可供广大科研工作者

随意取用的“通用型分子剪刀”。它们为基因编辑铺

平了道路，证明了其理论可能性，却也清晰地标示出

技术普及所面临的效率与成本壁垒。正是这一背

景，使得随后登场的 CRISPR/Cas9 所带来的颠覆性

简化，显得尤为震撼与及时。

CRISPR/Cas9 的故事，其开端与“基因编辑”这

一宏伟目标毫无关联，它始于微生物学领域一个看

似微不足道甚至令人困惑的观察。1987 年，日本大

阪大学的石野良纯（Yoshizumi Ishino）团队在研究

大肠杆菌的碱性磷酸酶基因时，意外地在基因下游

发现了一组不同寻常的重复序列：五个高度同源的

29 碱基对重复片段，被看似随机的 32 碱基对间隔

序列所分隔。他们在论文中如实记录了这一奇特

结构，但坦言对其功能“完全是一头雾水”［1］。这一

发现石沉大海，在随后近十年里几乎没有激起任何

涟漪。直到 1990 年代，随着更多微生物基因组数据

的 积 累 ，类 似 的 规 律 间 隔 成 簇 短 回 文 重 复 序 列

（Clustered Regularly Interspaced Short Palindromic 
Repeats，即 CRISPR）在不同古菌和细菌中被独立

发现，其普遍性才开始引起注意。西班牙阿利坎特

大学的弗朗西斯科·莫西卡（Francisco Mojica）是这

一阶段的关键人物。通过对大量微生物基因组的系

统性分析，他不仅确认了 CRISPR 序列的广泛存在，

更敏锐地意识到这绝非基因组中的“垃圾 DNA”或

无意义的重复。他推测，这些序列可能承载着某种

尚未被认知的重要生物学功能［2］。真正的突破性假

说出现在 2005 年。莫西卡团队通过生物信息学比

对发现，CRISPR 阵列中的间隔序列（spacers）与入

侵细菌的病毒（噬菌体）或质粒的 DNA 片段高度同

源。基于此，他们大胆提出：CRISPR 可能是原核生

物的一种适应性免疫系统，利用从既往入侵者那里

捕获的“记忆片段”（间隔序列）来识别并抵御未来的

同类攻击［3］。这一革命性假说在 2007 年得到了实

验证实。丹尼斯克公司（Danisco）的科学家在嗜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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链球菌中首次证明，当细菌遭遇噬菌体攻击后，其

CRISPR 阵列中会整合入新的、与该噬菌体匹配的

间隔序列，并且，拥有对应间隔序列的菌株能有效抵

抗该噬菌体的再次感染。至此，一个基于 RNA 引导

的、可遗传的获得性免疫机制浮出水面。回顾这段

从 1987 年到 2007 年的二十年历程，其核心驱动力

纯粹是科学家对基础生命现象——细菌如何抵御病

毒的好奇心探索。无论是石野良纯的偶然记录，还

是莫西卡坚持不懈的比对与猜想，其初衷都远非为

了发明某种基因编辑工具。这生动地体现了巴斯德

象限中“好奇心驱动的基础研究”的巨大价值：对生

命最基本、最神秘机制的追问，最终可能孕育出远超

最初想象、足以改变世界的应用技术。CRISPR 的

发现史，是一部典型的“无心插柳柳成荫”的科学史

篇章。

然而，将一项自然的细菌防御机制转化为普适

性的基因编辑工具，需要另一重关键的“灵光一现”

与跨学科的融合。这一转折点发生在 2011 年。在

波多黎各举行的一次关于 CRISPR 的学术会议上，

结构生物学家珍妮弗·杜德纳（Jennifer Doudna）与
微生物学家艾曼纽尔·卡彭蒂耶（Emmanuelle Char⁃
pentier）的相遇与交谈，成为了科学史上一次著名的

偶然合作。杜德纳长期研究 RNA 在生命过程中的

作用，而卡彭蒂耶则深耕于病原菌的 CRISPR 系统。

她们的对话将焦点引向了一个具体问题：化脓链球

菌中的Ⅱ型 CRISPR/Cas 系统（即 Cas9 系统）究竟

如何工作？此前研究已知该系统需要 tracrRNA 和

crRNA 两种 RNA，但其具体机制犹如黑箱。两人的

团队通力合作，运用生物化学与结构生物学手段，于

2012 年揭开了谜底。她们发现，tracrRNA 与 crRNA
会形成一种双链 RNA 结构，共同引导 Cas9 蛋白定

位到与 crRNA 互补的 DNA 靶序列上。随后，Cas9
蛋白发挥其核酸内切酶活性，在匹配位点精确地切

割 DNA 双链，造成双链断裂。这一发现本身已是

重大突破，但更具颠覆性的一步随之而来：杜德纳和

卡彭蒂耶意识到，这一天然系统可以被极大地简化。

她们将 tracrRNA 与 crRNA 的关键功能区域融合成

一条单链向导 RNA（single guide RNA，sgRNA）。

由此，一个由两部分组成的、极其精简而强大的基因

编辑工具诞生了：一段可轻易设计合成的、约 20 个

碱基的 sgRNA 负责靶向定位，一个通用的 Cas9 蛋

白负责执行切割。2012 年 6 月，她们在《科学》（Sci⁃
ence）杂志上发表了题为《一种由双 RNA 引导的可

编程 DNA 内切酶在细菌适应性免疫中的作用》的

里程碑论文，正式宣告了 CRISPR/Cas9 作为可编程

基因编辑工具的诞生。这篇论文明确指出，该系统

“为在体外和多种细胞类型中进行可编程的 DNA
切割提供了一种新方法”［4］。与 ZFN 和 TALEN 相

比，CRISPR/Cas9 的优势是压倒性的：其靶向性完

全由碱基互补配对的 sgRNA 决定，设计只需合成一

段短 RNA 序列，成本低廉、周期极短（从数周或数月

缩短至数天）、且可轻松实现多基因同时编辑。它首

次将基因编辑从一项高度专业化的蛋白质工程，转

变为任何具备分子生物学基础技能的实验室都能快

速上手的标准化操作。由于其准确性，科学家能够

使用该系统的版本（通常是 CRISPR Cas9）对 DNA
进行精确切割以改变基因，包括人类胚胎的基因。

这一“从自然机制到通用工具”的转化，固然离不开

科学家卓越的洞察力和工程思维，但其起点——两

位背景迥异的女科学家在学术会议上的偶然交流再

次凸显了基础科学研究中非预见性合作与跨学科碰

撞所蕴含的巨大创新潜能。

工具的闸门一旦打开，应用的洪流便势不可挡。

CRISPR/Cas9 技术从原理验证到席卷全球实验室，

其速度之快在生物学史上罕见。2013 年 1 月，麻省

理工学院和哈佛大学布罗德研究所的张锋（Feng 
Zhang）团队，以及哈佛大学的乔治·丘奇（George 
Church）团队，几乎同时在《科学》（Science）杂志上独

立发表论文，成功将 CRISPR/Cas9 系统应用于人类

细胞，实现了高效的基因编辑。这彻底证明了该技

术在真核生物，尤其是哺乳动物细胞中的巨大潜力。

紧随其后，全球数以千计的实验室迅速跟进，将该技

术应用于从基础生物学研究（如基因功能筛选、动物

模型构建）到农业育种、疾病模型建立等广阔领域。

技术的爆炸式扩散，与其背后蕴藏的巨大科学声誉

和商业价值，不可避免地引发了激烈的所有权争夺。

以珍妮弗·杜德纳和艾曼纽尔·卡彭蒂耶（代表加州

大学伯克利分校等机构）为一方，与以张锋（代表布

罗德研究所）为另一方的阵营，围绕 CRISPR/Cas9
的核心专利展开了长达数年的法律诉讼。争议的焦

点在于谁最先发明了适用于真核细胞（尤其是人类

细胞）的 CRISPR 基因编辑技术。杜德纳和卡彭蒂

耶的 2012 年论文是工具发明的基石，而张锋团队的

2013 年论文则率先展示了其在复杂人类细胞中的

成功应用。这场“专利战争”波及多个国家和地区，

判决结果时有反复，不仅耗费了巨额的司法资源，也

深刻地影响了相关技术的商业转化路径和利益分配

格局。它如同一面镜子，映照出当代大科学时代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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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颠覆性技术从基础发现到应用开发过程中，学术

优先权、机构利益、风险投资与国家科技竞争力之间

错综复杂的博弈。与此同时，技术的临床转化尝试

也已悄然开始。2016 年，中国四川大学华西医院的

卢铀团队开展了全球首例利用 CRISPR 技术编辑的

T 细胞治疗晚期肺癌的临床试验，标志着这项技术

正式迈向人类疾病治疗的前沿。然而，所有这些在

体细胞层面的应用，无论多么激动人心，都遵循着一

个潜在的伦理与技术边界：其基因修改仅限于患者

自身，不会遗传给后代。这一相对清晰的界限，在两

年后被一位中国科学家彻底打破，从而将 CRISPR
技术推向了全球伦理风暴的中心，并迫使全球科学

界与监管机构直面一个他们一直在试图推迟讨论的

终极问题：我们是否应该编辑人类生殖系，创造可遗

传的“设计婴儿”？至此，CRISPR/Cas9 的早期发展

史，从偶然的基础发现，到精巧的工具创造，再到激

烈的商业竞争与初步的临床试探，已经为一场影响

更为深远的、关于技术、伦理与人类未来的全球大辩

论，搭好了舞台。

2　反应的滞后与治理的博弈：关于 CRISPR/
Cas9 技术的全球监管与伦理争议

CRISPR/Cas9 技术从一项精妙的分子工具，迅

速演变为一场席卷全球的伦理与治理风暴，其速度

之快，几乎让既有的社会规范与监管框架措手不及。

这一历程并非简单的技术应用扩散，而是一部科学

共同体从内部警觉到自我约束，再到外部监管被迫

跟进的动态博弈史，深刻揭示了前沿科技“颠覆性”

特质与其社会接纳、制度规训之间存在的天然张力

与时间差。

技术的成功在带给研究者巨大兴奋的同时，也

伴随着深切的伦理不安。作为该技术的核心开创者

之一，珍妮弗·杜德纳在目睹其巨大潜力后，曾公开

坦言自己经历了“做噩梦”般的时刻，梦见有人问她

能否用 CRISPR 技术编辑人类胚胎［5］。这种来自技

术发明者自身的道德警觉，成为了科学共同体内部

启动自我反思与约束的初始动力。2015 年初，在美

国加利福尼亚州纳帕举行的一次小型但关键的会议

上，杜德纳、张锋等顶尖科学家与伦理学家、政策专

家汇聚一堂，专门讨论 CRISPR 技术特别是其应用

于人类生殖系编辑所引发的伦理问题。这次会议的

核心成果，是与会者联合在《科学》杂志上发表了一

篇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评论文章，呼吁在全球范围内

“暂停”（pause）任何旨在导致可遗传基因修改的人

类生殖系编辑临床应用。他们主张，在技术安全性、

社会接受度以及适当的监管路径得到充分探讨之

前，不应推进此类研究。纳帕会议的倡议，标志着

CRISPR 伦理治理的第一波浪潮——它源于科学共

同体内部的自觉，试图在技术狂奔之前设立一道基

于专业共识的“软性”防线［6］。

然而，这道由科学家自发设立的防线很快便受到

了试探与冲击。就在纳帕会议召开后不久，2015 年

4 月，中国中山大学的黄军就团队在《蛋白质与细

胞》（Protein & Cell）期刊上发表了全球首篇关于利

用 CRISPR/Cas9 编辑人类胚胎的研究论文。该研

究使用的是因异常受精（三原核）而无法发育成存活

婴儿的胚胎，旨在修正导致 β-地中海贫血症的基因

缺陷［7］。此后，国际研究也很快将 CRISPR/Cas9 推

入人类胚胎研究现场。2016 年，英国人类受精与胚

胎 管 理 局（HFEA）批 准 Francis Crick Institute 的

Kathy Niakan 团队在人类胚胎研究中使用基因编辑

技术［8］，但明确要求取得伦理批准，且禁止将经编辑

胚胎移植入人体［8］；该研究目的在于探索早期胚胎

发育与不孕机制，而非建立妊娠。与此同时，瑞典卡

罗林斯卡医学院 Fredrik Lanner 团队也在伦理许可

下尝试利用 CRISPR/Cas9 研究健康捐赠胚胎中的

早期发育基因功能［9］。2017 年，美国俄勒冈健康与

科学大学等机构在《自然》发表研究，报告了在人类

植入前胚胎中纠正与肥厚型心肌病相关的 MYBPC3
突变的尝试，但研究者亦强调，距离临床应用仍需解

决可重复性、安全性与监管等问题［10］。上述案例表

明，CRISPR 人类胚胎研究并非中国一国现象，而是

在英国、瑞典、美国等多地先后出现；但这些研究大

多被限定在基础研究或临床前研究范围内，并以“不

移植、不妊娠、限期培养”为基本伦理边界。

回顾 2015 年 12 月在华盛顿召开的首届人类基

因组编辑国际峰会，此峰会汇聚了全球该领域的顶

尖科学家、伦理学家、法学家及政策制定者。经过激

烈辩论，峰会最终声明达成了一项看似平衡但实则

脆弱的共识：认为在现阶段，出于安全性与有效性的

未解之谜，以及广泛的社会伦理考量，任何将基因编

辑应用于人类生殖系并导致可遗传改变的临床应用

都是“不负责任的”［11］。但同时，声明也为旨在理解

早期人类发育或探索疾病治疗可能性的基础研究

（通常使用无法存活的胚胎且严格限制发育时间）留

出了空间。华盛顿峰会试图在“禁止”与“放任”之间

划出一条暂时的界限，但其依赖的是科学共同体的

自律与各国并不统一的监管框架，其约束力在面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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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心突破界限的行动者时显得尤为脆弱。

这一脆弱性在三年后一次挑战国际共识的事件

暴露无遗。2018 年 11 月，第二届人类基因组编辑国

际峰会于香港召开前夕，中国南方科技大学的贺建

奎通过视频突然宣布，他已利用 CRISPR/Cas9 技术

对一对双胞胎女婴（露露和娜娜）的胚胎进行了基因

编辑，敲除了 CCR5 基因，旨在使她们获得对 HIV 病

毒的先天抵抗力，且婴儿已健康出生。这一做法是

对前述框架的明显突破。国家卫生健康委网站转载

新华社报道显示，国家卫生健康委、科技部、中国科

协负责人在事件发生后明确回应称，该事件“性质极

其恶劣”，已要求有关单位暂停相关人员科研活动，

并将对违法违规行为坚决查处；科技部负责人还指

出，开展以生殖为目的的人类胚胎基因编辑临床操

作在中国是明令禁止的［12］。随后司法机关查明，贺

建奎团队在安全性和有效性未经严格验证的情况

下，将经过 CRISPR/Cas9 编辑的胚胎用于辅助生殖

医疗，并导致基因编辑婴儿出生［13］。此后，国家卫

生健康委在对全国人大代表建议的答复中进一步指

出，贺建奎“以非法手段伪造伦理审查批件”，并强调

仅有伦理审查并不足够，还应建立对突破伦理底线

行为的刑事、民事、行政惩戒机制［14］。这一事件也

迅速引发全球范围的广泛关注和近乎一致的强烈谴

责［15］。由此可见，贺建奎事件不仅是一起科学伦理

争议，更被官方部门明确界定为突破法律法规、伦理

准则和科研治理底线的典型事件。

此后，多国政府、国际学术共同体和国际组织均

将贺建奎事件视为人类生殖系编辑治理的警示性节

点。2018 年第二届人类基因组编辑国际峰会组织

委员会在声明中指出，将编辑胚胎植入并导致双胞

胎出生的做法“不负责任”，且不符合国际规范，问题

包括医学指征不足、研究方案设计不当、未能满足保

护 受 试 者 福 利 的 伦 理 标 准 以 及 缺 乏 透 明 度［16］。

2019 年，俄罗斯科学家 Denis Rebrikov 曾公开提出

开展可遗传人类基因组编辑的计划，引发国际社会

新的担忧［17］；世界卫生组织随后呼吁各国监管或伦

理机构，在相关影响得到充分评估前，不应批准涉及

人类生殖系基因编辑的临床应用［18］。2021年，WHO
又发布人类基因组编辑治理建议，强调应通过登记

制度、跨境医疗监管、对非法或未注册研究的治理机

制等方式，防止“基因编辑旅游”和监管洼地的出

现［19］。由此，贺建奎事件并非孤立的中国事件，而

是推动全球从原则性谴责转向制度化治理的重要转

折点。

针对上述事件以及生殖系编辑的潜在风险，全

球范围内的制度反应显著加速，进入了一个试图构

建系统性治理框架的新阶段。各主要国家的监管机

构纷纷重申或强化了相关法规。与此同时，国际权威

科学与伦理组织发布了一系列旨在为未来决策提供

框架的重要报告。世界卫生组织（WHO）于 2019 年

成立了人类基因组编辑治理专家咨询委员会，经过

两年多的研讨，于 2021 年发布报告，核心建议包括：

呼吁各国立即建立人类基因组编辑研究注册机制以

提高透明度；现阶段应禁止可遗传人类基因组编辑

（heritable human genome editing，HHGE）的所有临

床应用；并建议 WHO 建立一个全球性的治理和监

督框架［19］。美国国家科学院、工程院和医学院（Na⁃
tional Academies of Sciences， Engineering，and Medi⁃
cine，NASEM）在 2017 年报告的基础上，于 2020 年

进一步发布更新声明，其立场虽较 WHO 更为开放，

但仍极为审慎。NASEM 认为，在满足一系列极其

严格的前提条件下（例如仅用于预防严重的单基因

遗传病、无其他合理的替代方案、具有持续性的监督

机制、并最大程度地遵循透明与公众参与原则），可

遗传基因组编辑在理论上存在被允许的可能性，但

强调当前远未达到可安全、有效、负责任地开展此类

应用的技术与社会条件［20］。英国纳菲尔德生命伦理

学理事会（Nuffield Council on Bioethics）在 2018 年

的报告中，则从社会正义与福祉的角度进行了探讨，

认为如果能够促进社会福利且不加剧社会不公，人

类生殖系编辑在伦理上可能是可接受的，但这需要

强有力的治理体系作为保障［21］。

然而，这一系列努力也深刻凸显了全球治理面

临的“脱节”困境。一方面，以 CRISPR/Cas9 为代表

的基因编辑技术，其低成本、易操作、高效率的特性，

使得“车库生物学家”①进行高风险实验的门槛大大

降低，技术扩散的潜在速度远超监管体系的反应能

力。另一方面，尽管国际共识、伦理指南和各国监管

①　“车库生物学家”：指不隶属于传统学术或工业研究机构，通常在低成本、非标准的个人或社区空间（如家庭车库、社区实验室）内，利用开源

科学设备、自组装工具和公共知识库，独立从事生物学实验与研究活动的个人或爱好者群体。此现象是“DIY 生物学”（DIYbio）运动的核心组

成部分，其理念强调科学的民主化、开放获取和公民科学。车库生物学家常在合成生物学、遗传工程等领域进行创新性尝试，但其活动也引发

了关于生物安全、生物伦理及现行监管框架适用性的广泛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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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不断强化，但具有强制约束力的国际条约或全球

统一的、具有牙齿的法律框架始终缺位。现有的治

理模式呈现出典型的“反应式”“碎片化”和“国别差

异化”特征：往往是在重大伦理危机（如贺建奎事件）

爆发后，各国及国际组织才被迫加紧出台指南或修

订法律；不同国家和地区（如欧盟、美国、中国）的监

管严格程度、法律界定和审批流程存在显著差异，这

可能导致“伦理洼地”或“基因编辑旅游”现象；而国

际层面的共识多停留在原则声明和软法建议，缺乏

有效的执行与问责机制。这种技术发展的“狂飙突

进”与全球性有效治理能力建设之间的严重“脱节”，

不仅是 CRISPR 技术治理的核心挑战，也是当今时

代许多颠覆性科技共同面临的困局。它警示我们，

在科技加速主义的浪潮下，构建一个既具前瞻性、灵

活性，又能体现广泛民主协商与全球协作的适应性

治理框架，已不再是一种理想，而是一项迫在眉睫的

生存必需。

3　对“自然”与“人类”概念的冲击

当代生命科学的前沿突破，尤其是以 CRISPR-
Cas9 为代表的基因编辑技术的成熟与扩散，其意义

远不止于工具效率的跃升。它如同一把锋利的哲学

手术刀，直接切入人类文明赖以自洽的若干核心范

畴：“自然”“人类”“生命”“主体”等等，引发了一场深

刻的概念地震与本体论危机。技术实践不再仅仅是

对外部世界的改造，而是转向对生命内在逻辑的重

写，这迫使我们必须重新审视那些曾被视为不言自

明的哲学前提，直面技术化时代对人类自我理解的

根本性重塑。

3. 1　从“修复”到“增强”：技术应用界限的消融与目

的论追问

传统医学伦理建立在一条相对清晰的界限之

上：即“治疗”（therapy）与“增强”（enhancement）的区

分。治疗旨在将偏离物种典型功能的个体恢复至正

常健康范围，其伦理正当性根植于减轻痛苦、恢复尊

严的“修复”逻辑。而增强则旨在超越这一常态基线，

优化或赋予个体新的能力，其伦理地位则长期处于争

议之中。然而，CRISPR 等基因编辑技术的出现，使

得这条界限在实践中变得日益模糊且难以维系。

从技术操作层面看，编辑导致囊性纤维化的

CFTR 基因以预防疾病，与编辑肌肉生长相关的

MSTN 基因以提升体能，在分子剪刀的剪切与粘贴

动作上并无本质区别。这种技术上的同构性，使得

基于“自然”与“非自然”的形而上学区分来划定伦理

红线变得苍白无力。正如成素梅所指出的，一个尖

锐的哲学问题随之浮现：“为什么我们允许基因的自

然突变，而不允许对生殖基因进行人为改变呢？如

果不被允许是由于技术不够成熟，会污染人类基因

池，那么，在未来的技术完全成熟后会被允许吗”［22］。

这一追问直指问题的核心：如果技术的终极目的是

为了人类福祉，那么当“修复”与“增强”共享同一技

术路径时，我们依据什么来裁定前者是善举而后者

是僭越？

这种界限的模糊引发了关于技术应用终极目的

的深层哲学辩论。一方以超人类主义（Transhu⁃
manism）为代表，主张“形态自由”（morphological free⁃
dom）是个体的基本权利，人类有道德义务利用技术

克服生物局限，迈向更高级的存在形态。他们将增

强视为人类进化的延续，是理性对偶然性的胜利。

另一方，如尤尔根·哈贝马斯等哲学家则发出严厉警

告。哈贝马斯认为，前瞻性的、旨在优化后代基因的

干预，剥夺了未来个体“作为自身生命历程的无可争

议的作者”的伦理自由。他将这种非对称的、代际间

的设计关系，视为对个体自主性（autonomy）和道德

自我理解（moral self-understanding）的根本性破坏。

这场辩论的实质，是两种关于“人之完善”（human 
flourishing）图景的冲突：一种将完善视为对给定“自

然”限度的技术性超越；另一种则将完善内嵌于对生

命作为“馈赠”（giftedness）的接纳与回应之中，强调

技术的使用不应侵蚀我们作为“被造物而非创造者”

的谦卑（humility）与团结（solidarity）的基础。

3. 2　“编辑生命”：从自然事实到技术项目的主体

性重构

更深层的冲击在于，CRISPR 技术将“生命”本

身——这一传统上被视为神圣、神秘或至少是“给

定”（given）的自然事实，客体化为一个可读、可写、

可擦除的“技术平台”。当 DNA 序列被视为可编程

的“生物软件”，生命体被视为由标准化“生物砖块”

（BioBricks）组装而成的工程系统时，一种新的本体

论隐喻便占据了主导地位：生命即信息，身体即硬件，

进化即调试。这一转变动摇了西方哲学自亚里士多

德以来关于“实体”（substance）与“自然”（physis）的
基本预设。

在亚里士多德的“质形论”（hylomorphism）中，

实体由质料（hylē）与形式（morphē）共同构成，形式

赋予了事物的本质与目的。自然物拥有其内在的运

动原则与目的因（telos）。然而，基因编辑的实践，在

根本上挑战了这一框架。科学家不仅能够解析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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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质料”（基因序列），更能主动地重新设计其“形

式”（功能与性状）。这使“人类正在从‘自然演化的

产物’跃身为‘自然演化的导演’”。生命的内在目的

性被外部的技术意向性所覆盖或重构。唐娜·哈拉

维（Donna Haraway）早在二十世纪末预言的“我们

生来就是赛博格”［23］，在基因编辑时代获得了新的、

更为根本的印证：我们的生物性基质本身，已成为可

技术化干预的领域。

这种本体论层面的转变，直接冲击了建立在“自

然”与“天赋”基础上的传统人类尊严与身份认同。

在康德哲学中，人的尊严源于其作为理性存在者的

自主性，以及其作为目的本身而非手段的地位。然

而，当一个人的基因组构成可以被他人（父母、科学

家、社会）出于特定目的而预先设计时，自由与责任

得以展开的空白空间——“给定性”与“偶然性”便可

能受到侵蚀。哈贝马斯担忧，一个知道自己生命的

最初生物蓝图是由他人意志所决定的人，其自我认

同的完整性以及与他人平等的道德地位将面临挑

战。人的独特性与不可替代性，原本部分地植根于

遗传的偶然与神秘，而当这种偶然性被技术选择所

取代，基于“自然平等”的尊严观念便需要重新奠基。

这并非意味着技术化生命必然丧失尊严，而是要求

我们为“后自然”时代的人类尊严寻找新的、不依赖

于固定生物学本质的伦理基础。

3. 3　代际伦理与“未来人”的同意难题

可遗传人类基因组编辑（HHGE）将上述伦理困

境推向了极致，并引入了一个几乎无解的“未来人同

意”难题。对生殖系细胞进行编辑，意味着其基因改

变将传递给所有后代，永久性地改变人类基因池的

某个分支。这引发了两个层面的核心伦理挑战。

其一，是代际正义与风险不对称问题。未来世

代将承担今日技术决策的全部后果（包括未知的、潜

在的脱靶效应和长期多代效应），却无法在当下表达

同意或拒绝。这违背了以个体自主和知情同意为核

心的现代生物伦理基石。世界卫生组织（WHO）专

家委员会在 2021 年的报告中，正是基于巨大的不确

定性和不可逆性，建议全球暂停可遗传基因组编辑

的临床应用［19］。这种干预将未来人置于一种前所

未有的被动地位：他们不仅继承了一个被技术修改

过的生物学起点，更继承了一套他们无从选择、却必

须以其为基点构建自我认同的生命前提。

其二，是“开放性未来”的权利问题。德国哲学

家约纳斯（Hans Jonas）提出的“责任原理”强调，我

们对未来世代负有义务，必须确保他们拥有一个“未

受损害的、真正属人的未来可能性”。可遗传编辑在

试图为后代“消除”某种风险或“赋予”某种优势的同

时，也可能在无形中关闭了其他生命可能性的通道，

或预设了某种特定的“美好生活”观念。例如，编辑

掉与某种疾病相关的基因等位点，也可能消除了该

基因在未来环境中可能提供的、尚未知的进化优势。

更深刻的是，它可能以一种生物学的方式，预先规定

或强烈影响后代的身份、能力乃至生活规划，这与尊

重个体自主塑造其自身生活的权利存在内在张力。

3. 4　迈向“后人类”境遇：概念边界消融与技术现实

以 CRISPR 为先锋，结合人工智能、脑机接口、

合成生物学等领域的突破，我们正共同步入一个被

学者们广泛称为“后人类”（posthuman）或“超人类”

（transhuman）的技术境遇。这并非一个遥远的科幻

图景，而是对当下技术现实的理论映射。它促使我

们严肃思考“人类”概念的边界究竟何在。

“后人类主义”作为一种批判性思潮，旨在解构人

类中心主义，揭示人类与非人类（动物、机器、环境）

之间固有的、纠缠的共生关系。它认为，“人类”从来

都不是一个先于技术存在的、纯净的生物学范畴，而

是始终在与技术的共同演化中被建构。从使用石器

到佩戴眼镜，再到植入心脏起搏器，人类早已是“赛

博格”。CRISPR 等技术只是将这种“技术性存在”

推进到了更基础、更可设计的基因组层面。正如斯

蒂格勒（Bernard Stiegler）所言，技术是构成人之为

人的“外在化”过程，而如今，这种外在化正以“内在

化”的方式直接改写我们的生物性基础。而“超人类

主义”则更具规范性和前瞻性，它积极倡导利用技术

突破人类生物学的现有局限，迈向在认知、体能、寿

命上都得到“增强”的更高形态。无论其立场如何，

这两种思潮的兴起都共享同一个现实技术基础：生

命的技术化。当人类可以像工程师设计软件一样

“编写”生命，像建筑师建造房屋一样“合成”生物部

件时，“自然人类”与“技术文明的人类”之间的传统

二分法便难以为继。“如果说，‘自然’是指人的身体

和心智都没有受到任何外部因素的干预，那么，或许

就不存在‘纯自然’的自然人类”［24］。

因此，CRISPR 等基因编辑技术所引发的，远不

止于应用层面的伦理争议，更是一场深刻的哲学范

式转移。它迫使我们将“自然”从一个静态的、赋予

性的范畴，重新理解为一个动态的、与技术共同演化

的过程；将“人类”从一个固定的、基于物种的实体，

重新构想为一个开放的、混合的、在生物性与技术性

边界上持续重构的关系性存在。在这个意义上，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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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对“自然”与“人类”概念的冲击，最终指向的是对

存在本身的理解革命。我们不再能安然地将自身置

于一个与技术和自然对立的、先验的主体位置，而必

须学习在一个生命、机器、信息深度互嵌的世界中，

重新追问“我们是谁”，以及“我们希望共同成为谁”。

这既是技术时代最大的哲学挑战，也是其最迫切的

伦理使命。

4　结语

CRISPR/Cas9 基因编辑技术的发展与应用历

程，绝非一个简单的线性科技进步叙事，而是一幅交

织着科学偶然性、伦理警觉、治理滞后与全球性博弈

的复杂图景。其发展史在本质上是一部由基础科学

好奇心驱动、在应用转化边缘不断试探并最终引发

范式革命的突破史，充满了意外的发现与转向。而

其伴随的治理与伦理争议史，则清晰地呈现为一部

在技术“震惊”事件驱动下，全球科学共同体、各国监

管机构与国际组织被迫从原则性讨论转向紧迫性制

度构建的“追赶史”。两者之间的张力与脱节，深刻

揭示了 21 世纪前沿生命科技发展的非线性、颠覆性

特征，以及既有的、以国家为主体、以既有法律框架

为基础的全球治理体系在应对此类技术时所面临的

严峻挑战。

从技术本源看，CRISPR/Cas9 系统的发现与应

用，完美诠释了科学突破的偶然性与基础研究的深

远价值。其最初是作为细菌抵御噬菌体入侵的适应

性免疫机制而被揭示，属于对生命基本规律的探索。

然而，当杜德纳和卡彭蒂耶等科学家意识到这一系

统可被改造为一种普适性的基因编程工具时，技术

便瞬间跨越了从理解自然到重塑自然的界限。这种

从“是什么”到“能做什么”的认知跃迁，速度之快超

乎想象。技术的易用性、低成本与高效率，使得基因

编辑的门槛急剧降低，从顶尖实验室迅速扩散至全

球科研界乃至非传统生物技术领域。这种扩散能力

本身，就构成了治理的第一重挑战：监管的对象不再

局限于少数可控的大型机构，而是潜在分散的、多元

的行动者。

与技术的快速演进相比，全球性的伦理反思与

治理框架构建则呈现出显著的滞后性与反应性。科

学共同体早期的自我约束尝试虽体现了先驱者的责

任意识，但在缺乏强制性国际法律框架的背景下，这

种基于共识的软性约束在现实冲击面前往往显得脆

弱无力。一系列突破伦理底线的既成事实，不仅暴

露了监管真空，更将潜在的伦理忧虑转化为迫切的

治理危机，迫使全球治理逻辑经历深刻转型：从早期

简单化的“二元禁止”或呼吁“暂停”，演进为建立更

为精细的风险 -收益评估体系与全流程监管机制。

当前的共识已不再局限于探讨“是否应该”的技术红

线，而是深入审视“在何种严格限制与程序正义下”

方可审慎前行。

然而，尽管共识在加强、指南在细化，一个根本

性的“脱节”困境始终凸显：具有强制约束力的国际

条约或全球统一法律框架依然缺位，现有的治理体

系本质上是反应式、碎片化和国别差异化的。技术

的低成本与易扩散性，与治理所需的多边协商、立法

程序的缓慢与国别利益分歧之间，存在着结构性矛

盾。这种矛盾使得“伦理洼地”或“监管套利”的风险

持续存在。贺建奎事件本身即部分源于中美欧之间

监管环境与执行强度的差异。此外，治理讨论多集

中于可遗传编辑这一“皇冠上的明珠”，但对于体细

胞治疗、基因驱动乃至非医疗目的的增强等同样具

有深远社会影响的广泛应用，全球性的规范仍远未

成熟。

展望未来，应对以 CRISPR/Cas9 为代表的颠覆

性生物技术所带来的挑战，迫切需要超越当前被动

反应的模式，构建一个更具前瞻性、适应性和包容性

的全球科技治理新机制。这一机制应包含以下几个

核心维度：

首先，治理必须具有前瞻性与适应性。鉴于技

术迭代速度远超立法周期，治理框架不能依赖于制

定一成不变的禁令或清单，而应建立基于动态风险

评估和持续技术监测的适应性治理体系。这包括推

广“监管沙盒”等机制，在可控环境下测试新技术并

积累监管经验；建立定期更新的技术风险评估国际

指南；以及发展能够快速响应新科学发现的跨学科

伦理-法律-社会影响研究能力。

其次，治理必须强化全球协调与透明度。碎片

化的国别监管无法应对技术的全球流动性。应大力

推动建立全球人类基因组编辑研究注册平台（如

WHO 所倡议），强制要求所有相关临床前与临床研

究进行登记与数据共享，以提高研究透明度、防止重

复实验、便利长期安全性与有效性追踪。同时，应加

强国际监管机构间的信息交流与执法协作，共同打

击非法、不报告、不管制的研究活动。

再次，治理必须建立在广泛、深入且持续的公众

参与和跨领域对话基础之上。技术的深远影响关乎

全人类，其发展路径不应仅由科学家、企业家或政策

精英决定。有效的治理需要建立制度化的渠道，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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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科学家、伦理学家、法学家、政策制定者、患者团

体、公众代表乃至未来世代权益的倡导者能够进行

实质性的对话。公众参与不仅是获取“社会许可”的

手段，更是通过不同视角和价值的碰撞，更早、更全

面地识别技术可能带来的社会、伦理与公平正义问

题，从而丰富治理的考量维度。

最后，哲学与应用伦理学必须以变革性的姿态

主动迎接挑战。技术不仅提出应用伦理问题，更深

刻地冲击着关于生命、自然、人性与责任的哲学根

基。传统的概念框架，如治疗与增强的二分、基于自

然与天赋的尊严观、以个体自主和知情同意为核心

的伦理原则，在基因编辑时代均面临重构的压力。

哲学与伦理学不能止步于批判，而应积极介入，与科

学、法律、政策实践互动，共同发展出能够应对“后自

然”生命观、代际责任、全球正义等新问题的伦理概

念与评估框架。

综上所述，CRISPR/Cas9 的故事远未结束，它

既是过去十年生物科技革命的缩影，也是未来更复

杂技术治理的预演。其历史告诫我们，在科技加速

发展的时代，治理的智慧不在于试图阻止技术的浪

潮，而在于学会如何建造更坚固、更灵活、更能容纳

多元声音的堤坝与航标，引导这股力量朝向增进人

类整体福祉、维护公平正义与尊重生命尊严的方向

奔流。这要求我们摒弃简单的乐观或悲观叙事，转

而拥抱一种审慎的、参与的、学习的和负责任的治理

文化，在促进创新与防范风险之间寻求动态平衡，从

而负责任地塑造我们共同的科技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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